
财经史话
佛门度牒与财税金融

翁礼华

佛教在印度原本没有僧籍、寺籍、

度牒制度，传到中国以后，由于僧尼出

家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其人数过分

膨胀，势必减少纳税户数，从而影响

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厘清赋役，我国自

南北朝开始对僧尼登记入册规范化管

理，建立僧籍制度，进而在唐代，朝廷

正式向入册僧尼颁发资格证书——度

牒，建立度牒制度，并从唐中宗景龙

二年（公元 708年）开始通过商品化的

办法出售度牒，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

的新来源。

度牒，唐代称为祠部牒，绫素钿

轴，制作考究。北宋用纸制作度牒，导

致假度牒泛滥，至南宋则改用绢制，质

地和官诰（相当于现代官员的委任状、

任命书）相似，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假

度牒不再出现。目前日本国仍保存着

日僧最澄入唐朝时所得的一轴度牒。

度牒是详细记述僧尼的原籍、俗名、

年龄、所隶属的寺院、师名以及官府有

关职掌宗教人员（相当于现代的宗教事

务管理局官员）的联署。至于僧尼身死

及还俗，度牒必须上缴。唐德宗建中

三年（公元 782年），敕令天下僧尼身死

及还俗的，其度牒应由三纲（唐代在寺

院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由政府任

命的上座、寺主、维那称为三纲，共同

负责全寺事务）即日呈送所在县府，由

县按月申送至州，州汇总后申报朝廷，

并与符诰一起注销。在京城的就直接

送交祠部（相当于现代之国家宗教事务

管理局）。

清光绪年间佛教胜地五台山

颁发给僧人的护戒牒

唐宋鼎盛时，要获得度牒并非易

事。如宋代度僧限制颇严，曾规定在拥

有 100个僧众的地区方可剃度1人。出

家人先要到寺院当“行者”，担负寺院

中的各项杂役，如种地、舂米等。行者

不剃除头发，发型为垂发，京剧《 一箭

仇》中行者武松扮相就是其中之典型。

行者可以从师受沙弥戒，但必须等到

朝廷规定度僧的时日到来，经过官府

甄别，或者经过试经合格，得到许可，

给予度牒，并指定僧籍隶属于某寺院，

然后方能取得僧人资格，剃度为僧。

在这以后，还需要等待机会，前往朝廷

许可传戒的寺院中受比丘戒，授戒师

也必须由朝廷或官府指定。凡是不经

过官府许可，没有得到度牒而私自剃

发的僧尼，没有寺籍，称为私度，要受

到政府的严厉处罚。直至清康熙十五年

（公元 1676年），还规定凡有私度者杖

八十，还俗为民；冒名顶替者，杖四十，

僧道官（相当于现代宗教局负责人，但

在古代皆由僧侣担任）革职还俗。乾隆

四年（公元 1739年），规定地方官吏如

若失察，罚俸三月。所以说，《 西游记》

里的孙悟空之称为“孙行者”，只能说

明他是唐代没有正式获得资格证书的

候补和尚而已。

至于度牒的价格，在唐朝以肃宗

时代最为昂贵，一道度牒要价百缗。

一 缗是一贯钱，即 一 千文，百缗是

十万文，而按当时市价，一文钱可以买

一个烧饼，若烧饼价值人民币伍角，

则当时度牒价格相当于人民币 5万元

一道，真是令人咋舌。至于唐中宗景

龙年间（公元 707—709年），据说连

身份低卑的屠夫和酒保，只要能出得

起三万文钱就可以买到一道度牒。僧

尼有了度牒，便可以免除徭役、田赋

和杂税，游方行脚、走遍天下也不受

留难，其便利之处显而易见。至于其

精神上的荣耀，在盛行佛教的唐代亦

非同一般。

度牒发放在刚开始时并非以增加

一次性财政收入为惟一目的，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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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为僧的要求十分严格。但是到了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家财政极其

困难，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

政权岌岌可危。为力挽狂澜，朝廷不

惜以度僧尼、出售度牒为手段，借以开

辟一次性的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从而

使度牒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天宝十四

年（公元 755年），在范阳起兵的安禄

山叛军进入京都，唐玄宗仓皇出京西

奔，在向川蜀逃跑过程中，派遣侍御史

崔众携空白度牒到太原度僧尼，以筹

措军费，不到半个月时间竟得财政收

入一百万缗之巨。安史之乱以后，国家

财政逐渐稳定，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

年），唐代宗为了稳定纳税户，保障国

家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不致减少，下诏

书通令全国不准兴建佛寺、道观和度

僧道出家。但是由于当时藩镇割据，中

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地方势力公 然

蔑视朝廷法令，效法唐玄宗的战时措

施，通过大量发放度牒的方式来搜刮

钱财，获取财政收入。如徐州节度使

王智兴在泗州设置僧坛度人出家，用

大减价的方式出卖大批度牒。由于持

有度牒即可免除赋役，江淮百姓认为

出一时之钱，可图长远之利，乃趋之

若鹜，成群结队地渡过淮河，以求度

牒。王智兴准备了大量空白度牒，并规

定，凡是剃去头发的光头汉子到达指

定地点，只要每人交钱二缗，无须举

行受戒仪式，就可领取度牒，不出一

月即敛财数十万缗。各地节度使竞相

效仿，敛财不可胜数。对政府来说低

价出售度牒虽取得了临时性的大笔收

入，却失去了财政赋税的经常性来源，

无异于饮鸩止渴，陷国家财政于死地。

安史之乱使全国户数由 900 余万户骤

减至 193万余户，人口由 5200 余万剧

降为 1600 余万。而免除僧道赋役的度

牒政策更使“不课户”、“不课口”大幅

度增加。唐肃宗乾元（公元 758—760

年）末，在全部 193万余户中，不课户

达到 117 万余户；在 1600 余万人口中，

不课口达到 1400 余万。这就是说，不

课户高达 60.62% ，不课口竟占人口总

数的 87% 。不断增加的赋税负担落到

了只占总户数 39.38% 、占总人数 13%

的百姓身上。苦不堪言的人民群众忍

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爆发了唐末以

黄巢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度牒之乱

摧毁了唐代的财政，也是最终导致唐

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日本和尚最澄的入唐牒，即通行证

宋朝鉴于唐朝和五代十国藩镇割

据的历史教训，立国之初即建立中央

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制度，并且基本

上沿袭了五代十国苛 重的赋税和徭

役制度，百姓的负担十分沉重，以至

于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嫁母、溺婴、卖

儿等惨绝人寰的景象。由于宋朝和唐

朝一样，是我国佛教盛行的时期；朝

廷对僧众待遇优厚，只要能够获得度

牒，列名僧籍，就可以免去大部乃至

全部赋役负担。这样一来，宋朝的度

牒比唐朝时更有价值。再加上政府对

度牒控 制 发 放，曾规定拥 有 100 个

僧人的地方，每年只可以度 1 人出家，

从而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争购度牒的风

潮，不少出家人买不到官价的度牒，

就千方百计购买黑市度牒。在川蜀地

区，一张度牒的官价是一千贯，而民

间的黑市价格是一千六百贯，比官价

高出 60% 。有的人想出家而买不到度

牒，竟干出了杀人劫牒的勾当。宋代司

马光在《 涑水纪闻》一书中记述了这

样一个案子：益州知州张咏审问一个

僧人，当庭下判词曰：“勘杀人罪。”衙

门胥吏们想不通，认为知州判案太玄

乎。但后来查实，张咏的判断准确无

误。此人获度牒不能，乃佯与一拥有

度牒的僧人结伴同行，途中杀僧而劫

取度牒、僧衣，自行披剃为僧。作为

佛陀信徒的出家人，应慈悲为本，方

便为 怀。在宋代却发 生了为自己获得

出家资格而不惜谋牒害命的事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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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心叵测，丧尽天良，与佛教的宗

旨背道而驰！

度牒的买卖搞乱了佛门，养肥了

豪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有些有权有

势的世俗地主争购空名度牒，为的是

寄名僧籍，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

而那些豪门、官吏和富商大贾参与争

购空名度牒则不仅是为了逃避赋税徭

役，更主要的是为了炒买炒卖度牒，低

进高出，从中渔利。不法豪门控制度牒

市场，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了社

会波动，直接触犯了宋王朝的利益。北

宋末年，宋徽宗不得不下诏书，禁止这

种贱买贵卖、非法牟取暴利的投机行

为，规定凡是不按官方价格买卖度牒

的，钱钞一律没收充公，由国家财政作

为罚没款处置，已经剃度的僧人一概

勒令还俗。凡是有利可图的买卖都会

有人去炒作，无论古今都逃脱不了这

一客观规律。

宋代由于崇尚佛教，铜多用来铸

造佛像，造成国家无铜铸钱，市场铜

钱奇缺，川蜀一带不得不改铸铁钱流

通。当时四川地区的十贯大铁钱净重

为120斤，十贯小铁钱净重为65斤，富

商大贾若腰缠万贯，即使车载马运亦

难以行动。面对这种流通不便的情况，

有 16家富商联合发行世界上最早的叫

“交子”的纸币，可以兑现，也可以流

通，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仁

宗天圣元年（公元 1023年），为加强国

家对金融事业的管理，皇帝下诏不准

民间经营交子，改由政府发行。一交的

票面，价值一千文，即一贯钱。每次发

行有一定限额。由于交子发行没有现

代货币之准备金，所以开始尚有信用，

币值亦相应稳定。后来战乱频起，军

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宋王朝

用超额发行交子来弥补财政缺口，引

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宋哲宗时，一

交纸币已贬值至二百五十文，即仅为

面值的 25% 。宋徽宗时，交子改名为

钱引，一引相当于一交，只值现钱一百

文，仅为面值的 10% 。到南宋时，纸币

信用在老百姓心目中彻底破产，几乎

退出了流通领域，市场上取而代之的

硬通货竟然变为度牒。由于宋代社会

崇尚佛教，人们狂热炒作度牒，而政

府又规定度牒限量出售，所以度牒的

信用日益提高。南宋王朝对许多必要

的财政支出干脆用度牒折合钱引的价

格支付。宋孝宗就曾下令发放八十道

度牒来支付利州路百姓运输政府粮食

的费用。宋高宗赵构曾下令财政支付

二百道度牒，作为岳飞军队的军饷和

修筑防御城垣的开支。

北宋时苏东坡（公元 1037—1101

年）曾 两次 到 杭州任职。公元 1089

年任杭 州 知州（相 当 于今杭州市市

长）时，碰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天气大

旱，西湖葑草淤塞，饥荒疫病一齐发

作，百姓苦不堪言。苏东坡除奏请朝

廷同意减免本州上供粮米，赈济灾民

以外，还亲自撰写了《 奏户部拘政度

牒状》、《 乞开杭州西湖状》、《 申三省

起请开湖状》，要求朝廷拨给度牒作

为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的经费开支。

朝廷批准了他的要求，户部（相当于

现代之财政部）也拨了一百道空白度

牒作为修湖经费。于是苏东坡择日动

工，不数月，葑草去尽，淤泥筑成南

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全长 2.8

公里的长堤，将西湖一分为二，西曰

“里湖”，东曰“外湖”。堤上造六桥，

夹道种植桃柳、芙蓉，加上亭台楼阁

的映衬，成为一处非常有诗情画意的

景观。苏东坡曾为此作诗云：“我在钱

塘拓湖 绿，大堤士 女争唱丰。六桥

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山通。忽惊

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我们

不妨设想，如果没有苏东坡，没有北

宋政府财政拨付的一百道度牒，岂不

是就没有今天苏堤春晓的历史故事和

美景名胜了吗？

度牒在宋代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既

可以代替银两、铜钱作为支付货币，也

可以兑换钱币、放债收息，更可以代替

钱引用于各种财政开支。度牒在两宋的

社会经济中发挥了货币的职能，这在现

代金融理论中也许很难找得到它的理

论根据，但在宋代狂热的佛教信仰中

却实实在在地产生了这一特殊的社会

经济现象，不能不引起后人的关注。

随着南宋王朝的灭亡和元帝国的

建立，佛教逐步走向衰落，元代给牒

程序渐趋宽松，但受戒者从元代起则

要在头顶上燃上三炷、九炷或十二炷

香，以香洞作为终身誓愿的标志，俗

称“灸顶”，这一规定经明清两朝一直

沿袭至当代。直至 1983年，中国佛教

协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才在汉族地

区废除了这一规定。明代僧尼依照旧

规给牒，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曾当过皇

觉寺和尚，痛感度牒纳钱给僧尼带来

的沉重负担，下令政府免收费用。在

清代顺治八 年（公元 1651年）发放度

牒时，规定按明代惯例免收银两。但

为了限制僧尼数量，保持纳税人户，

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继续实施度牒制

度，直至乾隆、嘉庆年间。由于雍正

年间颁布“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赋税

政策，清政府实行较为彻底的“一条鞭

法”，取消了脱离土地的人丁赋税，所

以到清中期以后，度牒制度逐渐废弛，

政府没有必要再以发放度牒来控制纳

税人户。始于唐朝由政府发放度牒的

制度，随着清代赋税制度的改革终于

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寿终正寝了。从

此，僧人游方挂单也相应改为携带由

寺院发放的戒牒作为身份证明。至于

当代和尚的戒牒，则统一由中国佛教

协会印制，并须经省级佛教协会盖章

签发方属有效。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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